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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孟庄龙山文化遗址位于
山东省滕州市界河镇西孟村西
南约150米处，2018年至2019年
对该遗址进行完整揭露，发现了
一批诸如环沟、围墙、房址等重
要遗迹，大量柱洞分布、组合较
有规律，部分可组成完整的房屋
建筑单元，聚落外围是由柱洞形
成的围墙。

该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唯一
一处龙山时期小型围墙聚落，也
是唯一一处聚落全貌和演变过
程得到清晰完整揭露的遗址，故
遗址一经发现其性质便引起学
界广泛讨论。目前关于该遗址的
性质学界讨论的观点主要分为
两类，其一是认为该聚落为军事
据点；其二是通过分析建筑形态
及出土遗物认为该聚落是狩猎
者的营地和猎物中转站。

梳理回顾该聚落研究史可
知，学界对其性质的判断存在较
大分歧，仍有必要在对发掘资料
梳理的基础上对其性质做进一
步讨论。故本文通过对发掘材料
及相关研究的梳理，对该聚落的
选址与防御设施进行分析，进而
对聚落性质进行探讨。

聚落的选址

从裴李岗时代开始，聚落营
建就将周围地理环境、地形地
貌、水源等因素纳入到聚落选址
中。这种选址理念经不断发展至
龙山时代已颇为成熟，龙山时代
城市大量出现，在城市选址建设
初期先民就更加注重对于地势
地貌、交通、自然资源等方面的
考虑。目前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
各级聚落遗址中经分析均体现
了早期先民的选址意识，主要包
括择高而居、靠近水源、地处平
原或小块盆地、注重自然防御设
施的利用等特征。而西孟庄遗址
的位置也符合史前时期先民聚
落选址的特点。

西孟庄遗址地处泰沂山系
西南麓冲积平原地带，位于鲁中
南丘陵地带，地势相对平坦，西
北高、东南低，处于一个缓冲地
带上。遗址以北 500米处有小龙
河自东北向西南流过，经钻探在
遗址东侧发现有一条东北—西
南的古河道，地貌在今天的地表
上仍可显现，同时在遗址南北两
侧分别分布着北沙河、北界河两
条较大的河流。

西孟庄遗址的选址具有极
大的优越性，首先从地理空间来
看，遗址位于一处地势相对较高

的丘陵地带，且三面环水，水源充足；其次从
交通地理位置来看，西孟庄遗址位于滕州与
邹城分界线界河南侧，界河北侧为马鞍山—
龙山，遗址刚好位于南北通道的缺口处，历来
官道皆由此出入，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且靠近
多条河流，水运交通发达。

综合而言，西孟庄聚落在选址充分考虑
了水源、地势、交通、自然防御等方面因素，从
而促使先民在此处修建聚落。

遗址的防御设施

城址或聚落的防御分为自然防御及与军
事防御有关聚落本体各项建筑的建造，自然
防御是指将周边自然界中存在的大河峻岭、
沟壑、湖泊等地理环境因素融入到防御之中，
与聚落本体有关的军事防御则包括墙垣、壕
沟等设施的营建。西孟庄遗址是目前所发现
最为完整的史前时期聚落遗址，通过前文对
其聚落选址以及聚落内部形态的分析，认为
其存在较完备的自然防御与聚落本体防御相
结合的军事防御体系。

西孟庄聚落三面靠近河流，整体地势西北
高、东南低，河流与地形地貌一同构成了聚落
最外围的防御设施，从而增强了聚落的军事防
御能力。目前所发现的龙山时期聚落多建立在
河湖旁边，濒临河湖除用水方便外更重要的能
增强城市的防御能力，从而作为城市外围的防
御设施存在。如山东地区的两城镇、城子崖等
龙山时期城址周围均发现有河流分布。

西孟庄聚落自身军事防御设施主要包括
墙垣、“马面”类建筑、房屋墙体建筑等，聚落
经历两个阶段发展，前后两个
阶段发生了较大变化。早期聚
落整体呈方形，四周为采用木
骨泥墙工艺所营造的寨墙，作
为聚落周围最为重要的防御
设施。在寨墙上设置有寨门、

“马面”等附属防御设施。通过
考古发掘发现，方形寨墙的
南、东、西墙中部均发现有门
道，但是后来又修建房址将
东、西门道阻挡，仅存南门。在
门道内侧发现有成排大柱坑、
且有意识地堵住了进门后东
去的通道，这种状况与后世设
置的照壁有近似的功能，一定
程度上增强了寨墙防御能力。
在东墙中部偏南处发现有一
类似“马面”结构的附属建筑，
规模较小，应为岗楼之类的警
戒设施。晚期阶段基本延续早
期防御理念，但最为重要的是
将方形寨墙改为圆形，进而面

积缩小了近二分之一，寨墙外开挖有一道浅
环沟，底部高低不平，可能是作为日常给排水
使用，但不排除其存在防御功能的可能性。在
聚落延续的过程中，聚落内部的构造细节不
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寨墙及寨门等防御设施
的修补与改建，应是在日常运行过程中为应
对周边地区复杂的形势而进行的防御性调
整，目的是增强聚落的防御能力。

综上可知，西孟庄聚落的军事防御体系
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多重防御相互配合，从
而形成稳固的防御体系。最外围主要是河流
与地势等自然屏障所构建的外围防御圈；第
二重防御圈早期是方形寨墙及寨门、岗楼等
防御附属设施；最后一道防御是各个房屋闭
合的墙体。这样由外及内三重防御圈构成了
西孟庄聚落稳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聚落性质分析

龙山时代是生产技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
的重要时期，社会关系出现重大变革，社会组
织结构复杂化加剧，城址以及设防聚落的大
量出现便是最为重要的一种表现。目前考古
发现的龙山时代城址有101座，仅海岱地区就
发现了 20座，这种大规模城址营建一方面是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社会
发展过程中矛盾激化的产物，正如孙波在《聚
落考古与龙山文化社会形态》一文中所提到
的龙山文化的政体形式就是城邦社会，政治
上相互独立而又存在以经济为基础的跨越城
邦之上的多维度的社会联系。反观西孟庄龙
山文化聚落，极有可能是在这种城邦社会下
存在的前沿军事据点。

根据考古发现来看，无论是早期还是晚
期，聚落规模都很小，早期面积为 2200 平方
米、晚期面积约1100平方米。这种聚落面积相
比较龙山时期动辄数万平方米的城址而言是
微不足道的，与一般的聚落如临沂八间屋、枣
庄建新等遗址相比也略为逊色，属于龙山时
期最低等级的基层聚落。

从人类活动遗存来看，相比较龙山时期
小型聚落遗址内多发现有灰坑、窖穴、墓葬等
日常生活遗痕，但西孟庄遗址内未有此类发
现，仅在遗址内发现有围墙及大量排列整齐
的排房，围墙也经过不断修补且防御色彩浓
厚，日常生活废弃堆积多在外围环沟内发现；
从聚落内出土陶器来看，出土陶器体量较小
且多为灰陶或褐陶，几乎不见龙山时期代表
身份地位的磨光黑陶、白陶等；从出土石质工
具来看，聚落内出土的石质工具以兵器镞为
主，占出土总量的 70%，而日常生产生活工具
如斧、锛、刀等却较少。同时经过对聚落内植
物遗存分析发现杂草类的比例远远高于农作
物比例，野生动物遗存高于家养动物，表明当
时聚落的居民从事农业与饲养业较少，日常
生活主要依靠外来输入。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龙山时期西孟庄聚
落缺乏作为日常基层定居聚落的基本条件，
常驻居民可能属于区域流动人群，且大量石
镞的发现表明军事色彩浓厚。从更大的范围
来分析，其北距庄里西龙山文化城址12公里，
同时扼守界河南北的咽喉要道，地理位置极
其重要。根据学界研究在史前时期先民的日
常活动范围半径多在 25公里左右，结合西孟
庄聚落内的考古发现推测该聚落应当是分布
在庄西里城址周边的军事要塞，起着守护庄
西里城址的作用。近年来，随着诸如淮阳时
庄、方城桂河等一批龙山时代小型功能性聚
落的发现，学界对于龙山时代聚落功能的探
讨更加深入，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应是龙山
文化晚期社会分化与聚落功能进一步细化的
反映。

作为一处军事性质的聚落，其能够容纳的
日常人口数量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根据
蒙城尉迟寺发掘报告分析，在 10平方米左右
的房子内可以居住3~4人左右，借此模式可以
对西孟庄聚落内当时的居民人数进行一个还
原。根据早期西墙长度 48.5米来计算，间距为
10米，那么每座每排房屋宽度约为 5米，除去
间隔后整体建筑面积约为600平方米。按照10
平方米居住3~4人计算，早期居住人员大致为
200 人左右。晚期聚落内部发生变化，面积缩
小，能辨识出房址 17座，面积多为 10~20平方
米，居住人员大致 120人左右。这种人数规模
也符合当时作为军事据点的兵力要求。

综上，从西孟庄聚落独特的地理位置、自
身完备的防御体系、聚落内出土遗迹与遗物、
居住人员复原等要素推测该遗址在龙山时代
应当为防御庄里西城址的一座军事据点，起
着守卫该区域南北通道缺口处的重要作用。

[ 本 文 系 河 南 省 兴 文 化 研 究 项 目
（2023XWH02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以发掘为核心的田野考古具有浓厚的经验
性色彩，表现为知识和技能传播具有地域性和
传承性的特征。就地域性而言，适用于北方黄土
分布区的发掘经验，也许到了南方红土带就不
再那么适用。就传承性而言，一名成熟的田野发
掘人员在初出茅庐时必然受到过有着丰富经验
的前辈的指点，尤其是长期驻扎在田野一线的
老技师们，都有着自己的“独门秘籍”，从此代代
相传。成熟的技师们不仅有过硬的发掘本领，还
有独特的语言体系，后者在某种程度上给交流
制造了障碍。

根据 STS 研究“第三波浪潮”的两大转向，
田野考古学在认识论上，其技能性无疑与命题
性同等重要。所谓技能性知识，是一种“无法完
全用语言加以表征的”、关于“如何做”的知识。
然而，尽管无法完全用语言表征，但是目前为止
人类最有效的沟通手段仍然是以语言和文字为
媒介的，因此对于技能性知识的文字性规范仍
非常必要。

由国家文物局制定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
（2009年版，文物出版社，以下简称《规程》）为考
古调查和发掘的操作流程和图文记录提供了规
范性的指导意见，增强了田野考古记录的统一
性，同时也提高了交流的效率。

《规程》对“堆积单位”给出了明确定义：“堆
积单位是发掘现场可区分的最小堆积，是田野
考古工作中发掘、记录文化堆积的最小单位
……遗迹单位由一个或多个堆积单位组成，是
相对完整的功能单位。”因此堆积单位的概念是
地层和遗迹都适用的。《规程》附录第三章“记录
要点”，涉及对堆积单位记录细节的提示，包括
土质、土色、致密度、堆积形状、包含物的描述。
其中“堆积形状”一项列举了“水平状”“坡状”

“波状”“凸镜状”“凹镜状”等（图一），由于《规
程》没有列出所参考的文献，故可以合理推测这
是制定者的原创，或是对以往存在的发掘经验

的总结。
然而，《规程》没有说明的是，标有短斜线的

实线表示的是堆积单位的上界面还是下界面，
这就给实际操作造成了困难。

根据笔者在不同遗址发掘和与行业内人员
交流的经验，大家对“堆积形状”的理解存在龃
龉，大致可分为三类意见，且有各自的判断依
据：依据堆积单位上界面；依据堆积单位下界
面；综合堆积单位的上、下界面。以下将结合示
意图加以说明。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举之例属
于一种“思想实验”，即假设一种极端情况，但并
不排除实际出现的可能性，这类思想实验促使
我们对最基础的假设进行审视，从而对所谓规
范性知识的一致性进行反思。

在这里我们假设有一个坑状遗迹，编号
H100；其内有三个堆积单位，分别编号为H100
①，H100②，H100③。A为H100①层的上界面；
B同时是H100①层的下界面和H100②层的上
界面；C同时是H100②层的下界面和H100③层
的上界面；D 为 H100③层的下界面，其实也是
H100遗迹界面的底面（图二，为了图面的简洁，
在此省略了短斜线）。

当上述三种方案应用于对 H100 内堆积单
位形状的描述时，则会形成如表一所示的观点。
彼此之间差异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以往笔者在田野发掘和整理资料的过程
中，皆是以堆积单位的上界面形状作为判断依
据的，现在看来并无坚实的理由。仅仅将堆积单

位的上界面或下界面作为堆积整体形状的判断
依据，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出实际的堆积形成过
程和最终的堆积形态。

以 H100①层为例，其赖以形成的界面是
H100②层的上界面，H100②层上界面的最终形
态是凹镜状，它的形成有两种可能性：第一，
H100②层堆积过程结束后的最终形态为凹镜
状，H100①层在此之上直接开始堆积；第二，
H100②层堆积过程结束后的最终形状不明，在
H100①层堆积开始形成之前，有人工或自然作
用改变了H100②层的上界面，使之成为现在所
见的凹镜状，H100①层在此基础开始形成。因
此，仅仅考虑堆积单位的上界面形态，实则遗漏
了有关堆积赖以形成的界面的相关信息。同理，
只考虑堆积单位的下界面形态，会造成堆积形
成过程和最终形态信息的丢失。相较之下，综合
考虑堆积单位的上、下界面，并分别描述二者的
形状，可以最大程度保留和传达信息。尤其是在
缺乏图片或照片的情况下，如此做法可以避免
因对“堆积形状”理解不同而造成的表述差异，
从而提高信息的准确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先秦时期，文化艺术呈现出丰富多元的风
貌，装饰纹样作为文化表达的关键形式之一，蕴
含着当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内涵。其中“鸟蛇
组合”形象是这一时期较为独特的装饰纹样，该
形象指的是以“鸟”“蛇”纹饰为题材共同构建成
一个崭新的组合形象，对该形象的研究有助于
探讨先秦时期不同地域、部落间的文化交流、融
合状况，以及当时人们的信仰体系与审美观念。

先秦古籍里的鸟蛇组合形象

《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开明西有凤皇、
鸾鸟，皆戴蛇践蛇，膺有赤蛇。”将上者进行组
合，且对蛇有着“戴”与“践”的动作，这种动作的
模式可能象征着某种力量的获取或鸟、蛇两者
地位的压制。在《山海经·中次二经》中所提及的
鸣蛇，“其状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见则其邑大
旱”。鸣蛇长着类似鸟的翅膀，显然呈现出鸟蛇
一体的形态，这一特殊形态表达了古人丰富的
想象力，也反映出在神话传说里鸟、蛇元素的深
度交融。《韩非子·十过》记载：“昔者黄帝合鬼神
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鎋，蚩尤
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
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
古人将鸟蛇组合的形象描绘于黄帝合鬼神的宏
大场景之中，或许赋予了该组合在宗教仪式、神
灵崇拜等方面的深刻寓意。

实物资料中的鸟蛇组合形象

从考古发掘以及流传至今的实物来看，先秦
时期鸟、蛇纹样较为常见，然而二者组合在一起
的形象却相对较少。通过对具体实物的梳理不难
发现，鸟蛇组合纹饰的使用源远流长，最早出现
于新石器时代，至东周时期颇为盛行，在南北地
区均有发现。就目前所知，大多数情形下“鸟”

“蛇”组合在一起，往往是作为某些器物的装饰纹
样而存在，以此增添器物的特定功能与美感。依
据鸟蛇组合中二者的状态，可将先秦鸟蛇组合划
分为鸟蛇一体以及鸟蛇相斗两大类别。

鸟蛇一体类型
该类型常常表现为“鸟首蛇身”，部分鸟蛇

相互缠绕、躯体难以分辨的情况亦可归于此类
别。据方向明考证，在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遗址
出土的陶器之上，就有鸟首两侧展开为各自的
蛇身，蛇身边还附着若干小鸟首的形象；同样出
土于福泉山遗址的鸟蛇纹竹节形黑陶豆，其外
壁在凹弦纹下细刻鸟首盘蛇纹以及正视、侧视
飞鸟纹，盘内壁刻侧视飞鸟纹；在仰韶时代的鸟
首蛇身彩陶盆中，于口沿下至盆腹中线之间，绘
有“鸟首蛇身”的图像。十分明显，上述形象契合
鸟蛇一体的形态特征，而这些鸟蛇一体的纹饰
显然并非自然界之物，这种特殊的艺术形象极
有可能象征着两种文化的交融或者不同力量的
结合，是一种和谐共生的表达形式，这或许与部
落融合后的文化整合以及对某些神性功能的追
求相关。

鸟蛇相斗类型
该类型通常呈现为鸟嘴衔蛇或以利爪抓

蛇，总体而言，鸟对蛇予以压制，蛇则扭曲挣扎
试图反击。形象中的鸟类姿态往往较为矫健，而
蛇则显得相对被动。此类题材目前最早发现于
西周时期，在竹园沟墓地西周早期墓地（M13）
中发现的一件青铜质钺，其钺身纹饰被认定为
鸟蛇相斗题材。到了战国时期鸟蛇相斗形象较
为流行，在青铜器、漆木器、帛画中均有体现。例

如河南卫辉和辉县发掘的战国铜壶、铜豆等器
物上，均发现有鸟蛇相斗的内容，这些鸟类大多
刻画得较为勇猛，在其爪下或嘴内的蛇类则呈
现出垂死挣扎之状；而南方地区这种题材常常
应用于漆木器和帛画之上，如湖北江陵望山一
号墓出土的一件彩绘木雕小屏，屏面之上鸟嘴
衔蛇，双爪抓蛇；武王墩楚墓出土的漆木虎座鸟
架悬鼓，亦属于鸟类对蛇的压制形象。据刘敦愿
先生考证，此类题材可能是自然界中鸟蛇之间
捕食关系在文化艺术中的映射，同时也可能蕴
含着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诸如善恶对抗、力量
较量等。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得知一个信息，鸟蛇一
体的形象本身并不具备现实存在性，这种创造
性形象的出现或许是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而
鸟蛇相斗题材则更为注重表述鸟类对蛇的压制
与掌控，可能具有善恶对抗等深层含义。但无论
如何，鸟蛇一体和鸟蛇相斗均属于鸟蛇组合的
范畴，是该组合多样化形式的一种体现。

鸟蛇组合形象的产生

关于鸟蛇组合形象的产生，目前学界已有
一定的探讨，主要存在部落融合说、图腾崇拜说
两类观点。

部落融合说
此观点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持续发展的进

程中，各个部落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交流与融合。
鸟和蛇可能分别是不同部落的图腾或重要文化
符号，当这些部落融合之际，其代表性元素也相
互结合，由此形成了鸟蛇组合的文化标识。

图腾崇拜说
此观点主张鸟蛇组合是早期图腾崇拜的产

物，在史前社会中，古人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对鸟
和蛇赋予了特殊的宗教意义。鸟崇拜可能象征
着天空、神灵的使者等，而蛇崇拜则可能与土
地、神秘力量有所关联。通过将鸟蛇组合在一起
使其具备神性，以此来沟通天地、阴阳二界。

目前最早的鸟蛇组合形象发现于新石器时
代的陶器之上，这对于我们探究其起源有着重要
意义。新石器时代鸟、蛇的形象较为常见，而在现
实之中，鸟、蛇之间的联系表现为蛇以小型鸟类
为食物，而一些猛禽又捕蛇、食蛇，两者之间是敌
对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原始先民应当在日常生
活中多次目睹鸟、蛇搏斗的场景，并以此为蓝本
进行模仿性创造，从而形成了这一组合形象。

鸟蛇组合形象的含义

“鸟蛇组合”这种固定的组合形式，常常出
现在一些礼器之上，其背后理应具有一定的特
殊含义。

方向明认为，最早的鸟蛇组合题材产生于
良渚文化，在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鸟蛇组合纹
饰或许意味着不同部落群体之间文化的交流与
融合，是共同构建新文化体系的象征。王汇文则
觉得越国礼器上的鸟蛇（龙）组合图像是越人的
精神创造物，起源于史前的崇鸟传统与蛇图腾
崇拜。鸟蛇组合在礼器上的出现可能是为了在
祭祀等宗教仪式中表达对神灵的敬意，祈求神
灵的庇佑，达成人与神灵、天地之间的交流互
动。刘敦愿通过对战国时期艺术品中鸟蛇相斗
纹饰的研究后，认为鸟蛇组合应当具有多重含
义。首先，鸟蛇组合题材具有辟邪厌胜的目的，
反映了人们祈求健康、长寿、平安、顺利的愿望。
在早期社会，人们面对自然灾害与疾病的威胁

时，往往会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寄托，鸟蛇组合纹
饰被视作具有神秘力量，能够抵御邪恶势力。其
次，出现在随葬器物之上的鸟蛇组合纹饰具有
镇墓作用。蛇受制于鸟的形象，象征着祛除地下
的祸患灾害，在考古发现的众多墓葬中，随葬器
物上刻画的鸟蛇组合往往将鸟类刻画得高大勇
猛，而蛇类则表现为弱小挣扎。这种表现方式强
化了镇墓的功能，希望借助纹饰的力量，保护墓
主人的灵魂在地下世界不受侵扰，确保其安息。
再有就是风能御水思想的存在，蛇类属于“水
物”，而飞行的鸟类表示风的存在，鸟蛇组合可
能蕴含着风能御水的思想。古人将鸟蛇组合起
来，以表达对控制水患、利用水资源的期望。

以上分析均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考虑到早
期的鸟蛇组合应是对自然现象的模仿性创造，因
此推测早期鸟蛇组合形象或许仅有美学装饰思
想的存在。随着文明化进程的持续深化，鸟、蛇才
被赋予更多的象征意义。同时，在地域间文化交
流传播的大背景下，不同的文化传统与信仰相互
碰撞、融合，鸟蛇组合也在部落融合的进程中被
赋予了多重含义，其形式与内涵也不断丰富。故
而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场景、不同器物组合上的
鸟蛇组合形象，其含义应当有所差异。

结语

先秦时期的“鸟蛇组合”形象在神话传说与
实物资料中均有所体现，因此这是一个内涵丰
富、意义多元的文化符号。对其类型、起源和含
义的剖析，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早期鸟蛇组合形
象极有可能是对自然界鸟蛇搏斗现象的模仿性
创造，随着文明化的推进，该组合被赋予了部落
融合和神性崇拜的概念。进入王权社会，其形象
的广泛运用也是当时宗教信仰、社会观念和丧
葬文化的反映。对该形象的深入探究有助于我
们更为全面地挖掘“鸟蛇组合”纹饰的潜在文化
价值，同时也为进一步理解先秦时期宗教礼仪
文化的发展脉络提供了新的方向。

（作者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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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堆积形状”的一点认识
马梦乔

试析先秦时期的“鸟蛇组合”形象
韩鹏翔

西孟庄遗址聚落平面图（采自《山东滕州市西孟庄龙山文
化遗址》）

图二 H100堆积单位示意图

山彪镇与琉璃阁墓葬铜器上鸟蛇相斗纹饰

武王墩楚墓出土漆木虎座鸟架悬鼓

表一 有关H100堆积形状的三种观点


